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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理论与实践应用分析面向科技创新决策时情报分析方法所面临的关键问题与挑战。认为决策是情

报分析与公共政策研究的共同关注点，构成了两种方法论互补的逻辑基础。从方法论视角来看，情报分析需要解决证

据化和数据、情报与政策多重循环的耦合问题，最终形成一个基于循证理念的数据驱动决策支撑体系。在此过程中还

存在一系列的理论、技术与数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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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article is to introduce the key issues and challenges for intelligence analysi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decision-making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analysis. 
The common focus on decision-making provides the logic for intelligence analysis to be complementary 
methods for policy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thodology, only the issues of transform of intelligence 
to evidence, as well as the coupling of data, intelligence and policy cycles are solved, can an infrastructure for 
evidence-based and data-driven decision-making be constructed, during which some challenges in theory, 
technology and data need to be over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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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大数据技术的兴起与发展对不同学科的研究

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情报学领域对大数据的研

究主要是从数据与技术视角探索方法论或面向特

定应用场景的分析技术或平台研究。情报学方法

论研究主要关注海量数据的集成组织、实时计算

与情报分析方法相统一的方法框架研究，如面向

大数据的情报分析框架 [1]，而在应用研究中主要

是面向情报功能，如大数据环境下情报分析方法

科技创新与区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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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技术预测中的应用 [2]，或者是基于特定数据类

型，如科技文献大数据 [3]。

大数据技术的影响也扩展到了科技政策研

究领域，具有代表性的是政策证析方法设想的提

出。政策证析是一种融合机器学习、计量经济学

和统计学的政策分析方法 [4]。除关注大数据给政

策研究所带来的价值外，也关注在政策领域如何

利用大数据平衡社会公众与个人利益，例如，如

何在进行社会公共政策分析的同时有效地保护大

数据中的公民隐私信息 [5]。

当情报学与政策研究领域都关注大数据及其

应用时，情报学领域的研究视角开始关注科技智

库，特别是如何在大数据背景下发挥情报学优势

推动科技智库建设。此类研究主要是从理论与平

台建设两个视角进行，分别探索情报学在智库建

设中的作用 [6]以及面向科技智库的情报服务平台

建设 [7]与服务体系 [8]等内容。尽管情报学和政策

研究领域的相关学者分别对大数据的影响进行了

探索研究，特别是国内学者围绕科技智库这一具

体应用场景进行了分析，但我们还需要针对具体

的应用问题，特别是方法论层次的问题进一步展

开研究。

在学术研究中对情报学学科的界定虽有不

同的表述，但多数学者还是认同情报学的跨学科

属性。对于这种跨学科，特别是偏向于应用的学

科，需要从实用主义的视角去关注领域从业者的

研究与实践。本文基于这种视角从功能层次分析

大数据背景下的情报分析方法，探讨在支撑循证

决策时面临的挑战。

1 科技智库与科技情报融合发展

从国内科技情报机构的发展来看，许多机

构都开始强化科技情报机构的智库职能，呈现

出融合发展的态势 [9]。这体现了全球智库发展

的一种趋势，但也突显了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背景下科技决策对科技情报与公共政策研究

的迫切需求。前者属于情报研究，而后者则是

智库的关注重点。尽管在组织形式上有所区别，

但从功能定位上来看两者具有相通之处。这是

因为智库与情报研究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密切关

联。

1.1 决策支撑

智库研究与情报研究的共同之处是决策支

撑。从智库研究的视角来看，智库的界定有两个

突出特点：一是强调独立性，如将智库定义为致

力于多学科研究以影响公共政策的独立组织 [10]；

二是强调公共政策研究，如将智库描述成为国内

和国际问题提供政策导向的研究、分析和建议的

组织 [11]。但在研究方法上强调智库要可靠地“编

辑和验证”信息 [12]，从而使政策制定者和公众基

于信息做出决定（Informed Decisions）[13]。

在中国科技情报实践中，情报研究被界定为

以情报为对象，对情报的内容进行整理、加工、

鉴别、判断、选择与综合，得出新的情报的科学

研究活动。它是整个情报活动中一种创造性劳

动，是一种科学研究工作，属于思想库范畴 [14]。

因此，无论是从研究过程还是从功能定位上来

看，智库研究与情报研究间具有共同之处，特别

是在决策支撑作用上具有一致性，智库更聚焦于

公共政策领域。

1.2 情报分析

情报研究的核心环节是情报分析，其目标就

是为特定决策者揭示选定目标信息的内在意义，

其核心是服务决策。从整个情报循环 [15]来看，如

图 1 所示，情报分析的逻辑起点应该是决策者所

提出的关键情报问题，即决策问题。在整个分析

过程中，情报分析应该遵从“4F-1”原则，即

分析人员应该以所确定的事实（Fact）为出发

点，利用专业知识提出那些可能但尚未确信的发

现（Finding），甚至在预测质量有所保证的情况

下进行预测（Forecast）。但在这个过程中，分析

人员不应提出毫无事实依据的臆测（Fortunetell-
ing)[16]。根据这一原则，情报分析的输入应该是事

实，其功能产出是面向决策而形成的新发现或预

测。

情报分析的决策支撑功能在科技智库与科技

情报机构呈现出融合发展的背景之下，将得到进

一步的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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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科技创新决策研究的跨学科方法论

在科技情报的视角下，情报分析服务的直接

对象就是科技决策，或者将其泛化为创新决策。

对于科技决策来说，除了科技情报研究之外，还

有另外一个重要领域，即政策研究。而在政策研

究领域，研究方法论问题正在引起学界的广泛关

注。

2.1 创新政策研究方法面临挑战

决策者对创新的重要性已经有了充分的认

识，但是创新政策研究者却因缺乏批判性反思而

无法长期维持自己的关键作用。创新政策研究者

正在面临种种挑战，如对理论原理与政策制定者

过于理想化、政策工具化、政策设计与协调的过

度理性化、政策分析的静态化 [17]。解决这些问题

除了理论观念的变化，也需要在研究方法上更具

跨学科性，特别是在一个智库发展面临新的社会

挑战的时代。在一个智库规模不断扩张，彼此竞

争加剧，而社会公众对智库研究存在信任问题的

时代，智库也需要在方法论上进行创新，需要用

更多元、跨学科的理论方法研究支撑公共政策研

究 [18]。

2.2 循证决策方法论

循 证 决 策（Evidence-based Policy Making, 
EBPM）的方法论起源于医学界，随后在社会科

学领域得到发展。循证决策是指将研究领域形成

的最佳的可用证据嵌入到政策制定与实施的核心

过程中，从而为人们的政策、计划与项目决策提

供有效的决策信息支撑 [19]。循证决策在学术界引

起关注的同时，政府也开始关注其在公共政策制

定中的应用。

政府对循证决策的关注最早来自于英国政

府。1999 年英国政府发布的《现代化政府白皮

书》中提出要改善政策制定过程，使政策更具战

略性、结果导向、协作性、包容性、灵活性、创

新性与稳健性。同年英国政府内阁发布的《面

向 21 世纪的专业化政策制定》报告中，明确提

出了采用循证决策的理念提高政策制定水平 [20]。

图 1 情报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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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美国国会成立了循证决策委员会（CEP）
开始推动循证决策的应用，其后于 2017 年成立

了两党政策中心提出循证决策倡议。2019 年美

国正式颁布循证决策基础法案（《Foundations for 
Evidence-Based Policymaking Act》），要求各个政

府职能部门推出自己的证据建设计划，其中包括

政策问题、为循证决策而收集的数据、分析方法

以及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等。

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的一项调查表明，无论

是政策制定者还是政策研究人员都非常肯定循证

决策的必要性，但在实际应用中“缺乏理解统计

数据分析和研究的知识”是阻碍循证决策应用的

因素之一。提高政府机构人员的分析技能是循证

决策必不可少的基础条件，它不仅仅局限于政府

统计的微观数据，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也可能应用

于政策制定 [21]。

3 基于证析的决策支撑方法论

无论是创新政策研究中对跨学科方法的需

求，还是政府决策实践中对循证决策的关注，都

表明了决策问题之复杂而带来的方法论挑战。当

面向决策问题时显然需要不同学科、不同方法的

跨学科研究，以提高政策的可靠性。而在这个过

程中科技情报分析方法可以与其他学科方法形成

借鉴与互补。

3.1 信息链视角下的决策

从决策过程来看，任何一种决策都是事实信

息与主观价值观、观点和可能性组合的结果 [22]。

这个过程涉及客观事实到主观判断的一系列对

象，即情报学领域所界定的信息链。这个信息

链是一个由事实（facts）、数据（Data）、信息

（information）、知识（knowledge）和情报 /智能

（intelligence）5 个链环构成的连续体，如图 2 所

示 [23]。这或许是因为情报要面向决策的本质所决

定的：为支撑决策，情报分析需要关注决策所需

要的从物理客观到主观认知的一系列要素。事实

是决策的要素，同时也是情报分析的逻辑起点。

3.2 基于证析的情报循环

在大数据时代，在面向决策问题进行情报分

析时需要采用一种新的分析范式，即证析。证析

（Analytics）在韦氏字典中被定义为“逻辑分析

的方法”，但这个词最早是以“business analytics”
形式出现的。在商业证析领域，证析被描述为对

商业问题进行定量或统计分析的模式 [24]，因此

证析是基于证据尤其是数字化证据进行决策的实

践 [25]。商业证析是完全基于数据与统计方式进

行绩效描述与预测，通过统计方法（包括解释性

与预测性模型）以及基于事实管理（fact-based 
management）的方法为企业决策提供支撑 [26]。

正如鉴于循证决策本身所存在的问题而提出

政策证析（Policy Analytics）[27]那样，情报分析

也需要基于证析的理念重构情报分析业务流，即

一种基于证析的情报循环，如图 3 所示。这是一

种数据流驱动的情报循环，是一种以决策问题为

核心，以场景理解为基础，以建模分析为关键的

数字化业务模式。

3.3 证据化和多重循环耦合

从证析的方法论视角来看，商业证析或政策

证析只是应用场景不同，这与情报研究有相同的

逻辑，如商业竞争情报、科技情报与战略情报。

图 2 信息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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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或许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情报分析与证析一样，

属于方法论，而非某种具体的分析技术或技巧。

证析更加侧重数据视角，情报分析则强调功能，

但它们的作用是一致的，即决策支撑。当决策开

始突出循证理念时，情报分析需要在证据与数据

间建立关联。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核心问题需要

进一步的关注。

一是多源情报分析与多元证据。在情报分析

中一直强调多源情报与全源情报的重要性。全源

情报分析不仅仅是简单地让更多分析人员获得更

多的情报。它的核心特点是系统性思维方式，也

就是在评估、解读和解释变化、发现或者政策难

题时，多种不同来源信息的系统性利用方式 [28]。

而循证决策也特别推崇通过不同来源数据的严格

评估而利用多来源知识支撑决策的价值 [29]。从研

究方法的视角来看，这种多源情报与多源知识利

用的根本目的是克服研究偏见，提高研究信度。

这也是面向循证决策时，情报分析首先需要面对

的问题，即元分析的方法论问题。

二是多重循环的耦合。循证决策是一个过

程，即围绕政策循环（议程设定、制定、实施和

评估）提供证据支撑的过程。而情报循环可以是

面向其中某环节关键情报课题，提供收集、分

析、传递与反馈的过程；证析则是从数据视角为

上述目标与功能提供定量分析支撑的数据流。因

此，从情报分析视角来看，在循证决策过程中，

存在数据（证析）、情报与政策 3 个层次的循环。

这 3 个层次的循环并非是单一的嵌套关系，而是

一种不同循环、不同阶段的耦合关系。对于决策

者来说，需要在其政策场景下得到多种来源的基

于事实数据的情报或证据的支撑，而不用关心这

种支撑背后的功能问题。同时，循证决策支撑需

要给决策者提供直接获取原始数据的能力支撑，

即一种政策、情报与数据的证据级封装。这需要

面向决策的多重循环耦合为前提。

4 面向科技决策的情报支撑

目前科技创新决策的复杂性日益突出，一

方面各种创新理论（如内生论与外生论、线性创

新与创新系统、创新网络与开放创新等）与相关

学科（科学学、科学社会学、科学计量学等）的

发展为科技创新决策提供更加丰富的理论支撑和

政策工具选项；另一方面，全球创新体系的形成

也使创新政策工具的边界难以界定。但从技术发

图 3 基于证析的情报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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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视角来看，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为支撑日益复

杂的创新决策带来了可能性。大数据技术中的数

据挖掘与知识图谱、人工智能中的深度学习都很

好地为创新决策提供了技术支持，同时开放运动

的兴起又为决策者提供了更高的数据可获得性支

撑。

4.1 科技创新决策的技术支撑

在科技大数据可获得的前提下，如何通过相

关技术支撑创新决策就成为了首要关注的问题。

这个问题可以进一步分解为两个子问题：一是决

策场景定义与描述：如何将决策循环中的问题解

构为关键情报问题，并描述整个决策过程；二是

基于多源数据的循证问题：如何围绕多源情报与

多元证据构建情报分析功能。前者涉及科技创新

决策需求挖掘与定义、数据建模与分析模型、决

策流程描述，后者涉及多源异构融合、实时分析

与交互计算、信息可视分析以及知识发现与情景

化。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证据化和多重循环耦合

仍是优先实现目标。证据化的核心目标是将多源

科技数据转换为多元证据，这是循证决策的前提

条件。而这首先需要解决的是科技大数据组织问

题，即需要面向创新决策，围绕复杂的创新体系

来构建数据框架，囊括从微观到宏观，从科技供

给到需求的不同创新环节。

实现多重循环耦合需要知识关联技术，可

利用知识图谱实现创新政策视域不同类型主体与

内容的关系构建。这种关系构建不仅仅局限于同

一类型或同质关系，更重要的是实现跨数据、情

报、政策循环的异质语义空间关联。在这种跨异

质语义空间的知识图谱支撑下，可以利用数据操

纵、可视证析、建模与实时计算实现数据循环、

情报循环与政策循间的耦合，最终构成一个基于

循证理念的数据驱动决策支撑体系。

4.2 实践项目：决策剧场与创新图谱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依托资源与技术优

势在基于情报分析的科技循证决策方面进行了尝

试与实践，如决策剧场 [30]和创新图谱 [31]。前者可

以视为基于循证理念的数据驱动决策支撑体系的

硬件部分，而后者是软件部分，它们共同构成了

一种面向复杂问题决策的、以可视证析为特点的

科技创新决策支撑环境。决策剧场的建设目标是

提供一种以交互与沉浸感为核心的物理环境，提

供面向决策流程的资源、工具与功能支撑；创新

图谱则是综合利用知识组织与知识图谱等相关技

术所建立的一种基于知识图谱的循证分析平台，

面向决策问题提供数据分析引擎，最终实现数据

驱动的科技创新决策支撑。

5 对情报分析方法的思考

在大数据时代，情报分析方法面临的挑战

是全方面的，但其根本原因在于情报用户，即决

策者的需求变化。随着科技创新决策问题的复杂

化，决策者对情报分析的功能要求将会越来越

多，对分析精度与粒度的要求也将越来越高。在

公共政策实践日益循证化的背景下，情报分析方

法需要从理论、技术与数据等不同层次做好应

对。

5.1 理论研究上需要跨学科方法论的支撑

正如公共政策领域强调跨学科方法论一样，

情报分析也需要同样的思维。在大数据时代，面

向循证决策的情报分析尤其需要关注数据的情景

化问题，即数据的情报意义与证据意义，这需要

创新政策、情报研究与数据科学等不同领域专家

的支撑。其中最为关键的内容就是建模。在数据

模型、（创新）理论模型与可视证析模型间建立

统一的逻辑模型，为实现政策实验情景分析与预

测提供基础。健壮的分析模型不仅可以有效地规

避定量分析本身所存在的方法缺陷，如辛普森悖

论，更重要地可以为决策者提供更为丰富的数据

意义解释。循证决策中证据是最为核心的概念，

而在决策过程中，证据是以因果为形式表达的。

这与大数据分析中强调相关关系是截然不同的。

如何界定证据、如何描述证据也需要一种跨学科

的研究方法。

5.2 大数据技术上需要关注低频情报资源应用

尽管科技大数据的可获得性已经大大提高，

但目前仍无法实现面向特定问题或特定对象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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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数据收集。而且就具体决策问题来说，小数

据分析足以支撑结论的效度与信度。因此，即使

在大数据背景之下，情报分析也应关注小数据的

应用，特别是在有时效性要求的情景之下。此

外，在情报研究或科技创新决策中，大部分情况

都是在无法充分获得相关数据的基础上进行分析

的，因此如何利用低频资源获取更有效的结论也

是一个重要挑战。

数据驱动决策的另一显著优势是可以提供

情景模拟与预测，进而帮助决策者进行政策实施

前的评估。这一方面需要群体决策工具帮助专家

构建模型，另一方面也需要将已有历史数据中的

经验纳入模型之中。后者需要知识推理技术的支

撑，在证据集中构建出面向特定场景的证据链，

特别是用以描述模型的动力机制。

5.3 完备的数据集是实现循证决策支撑的充分条

件

有效的理论框架、健壮的数据模型是实现循

证决策支撑的必要条件，但数据的完备性却是实

现决策支撑的充分条件。在全源情报与多元证据

理念之下，保持一定的数据冗余是有必要的，但

一定要从整体上关注数据的完备性，即当前数据

来源是否足以刻画决策问题，如描述中国的科技

创新体系。此外还特别要关注每一种数据来源的

权威性，这是研究结论有效性的根本保证。

在决策过程中，利用细粒度数据是提高分析

精度与内在效度的有效途径，但如何确定这种粒

度以及相应数据描述框架应该建立在循证决策理

论框架之下。数据层需要一种面向循证的语义描

述框架，特别是要纳入相关语用信息，从而实现

证据描述以及证据链推理。

6 结语

从情报学的决策学派理论来看，决策支撑

是情报学的核心功能，这一点与公共政策研究具

有相通之处。从创新政策研究来看，目前需要一

种跨学科的方法论进一步提高研究质量，而情报

分析方法恰恰可以与之形成互补。在决策循证化

的发展背景下，基于证析的情报循环可以为循证

决策提供一个数据驱动的决策支撑体系。在这个

体系中，情报证据化以及数据流、情报循环与政

策循环的多重循环耦合是关键。未来研究中应该

从理论、技术与数据等不同层次关注相关情报分

析方法所面向的挑战，如多学科视角下的建模问

题、低频情报资源挖掘技术以及面向循证的语义

描述框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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